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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越来越依赖学校教育获得，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将竞争

集中在普通学校教育体系内的优质资源，社会公平诉求又将选拔标准单一化为书本可测知识

成绩的排名，不可避免出现考试难度越来越大、学习进度越来越超前、时间越来越长、负担

越来越重的后果。过重课业负担对学习韧性和身心健康的影响令人担忧。减轻过重课业负担

是一场持久战，需要继续强化“双减”治理、明确长期可持续学习的价值导向、重构多样化

教育体系以及推动主要劳动力市场选人机制转型，进而走出“治理—恶化—再治理—再恶化”

的莫比乌斯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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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重庆教育领域突出问题治理研究”（2021NDYB121）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历来是中央关心、群众关切、社会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以“双减”为代表

的减负政策在过去三十多年里频繁出台，取得的成效是显著的。但是，当前从家长、教师、学生到隐形

变异的校外培训机构，各种精细规划校外辅导、超前超纲超速教学、压缩挤占休息时间、反复大量集中

刷题等加重学生课业负担的行为仍不在少数，从根本上扭转家校社加重课业负担的“鸡娃”行为任重道

远。让人疑惑的是，为什么我国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在历史上总是不同程度地反复出现？甚至减了又

增、名减实增、校减家增、内减外增、增了又增，进而成为基础教育难以根治的顽瘴痼疾？甚至不少家长、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校长教师和隐形变异培训机构成了“偏激的大多数”，进而让过重课业负担越来越

向生命早期的儿童发展阶段前移？

既往文献从微观的作业管理机制、学生角色外溢到宏观的政策工具、优质资源均衡、过度资本化和社

会流动等方面展开了分析 [1-3]，对理解过重课业负担的形成和治理提供了很好启示，但是还缺乏深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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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链条式地揭示社会—教育的压力传导机制。教育从来都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教育问题深受社会系统

的制约。因此，探讨教育领域中的老大难问题，必须从社会—教育的生成链条加以思考，这正是本文的目标。

一、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加重的社会—教育传导机制

（一）个体向上流动的竞争越来越依赖于学校教育获得

教育增进个人收益、教育对个体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向上流动的基础性作用

被许多理论和实践所证实。由于学校教育普及水平的提高，非学校化教育很难单独支撑个体社会经济地

位向上流动，而且随着教育普及的学段层级越来越高，个人实现社会经济地位向上流动所需要的学校教

育时间越来越长，社会对学校教育的重视程度在加剧而不是在减缓。

任何国家和地区必然存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分层。因为一个社会不同人群必然在经济资源、政治

资源、文化资源占有上存在差异，从而形成社会经济地位差别的客观事实。[4] 这种差异与分化无需有意

设计，只要社会存在便会自然形成。无论是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中，还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差异也

将长期存在，不可能被完全消灭并走向绝对扁平化。因为每个人的天资禀赋、努力程度、环境支持和发

展机会存在差异，在追求向上发展而非以共同贫穷为荣的条件下，家庭资本的差异及其自我强化也会进

一步累积并催化子代之间的差异。所以，埋怨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地位分化，或妄图在一个社会中消灭地

位差异是徒劳的。反过来说，如果不同人群的社会经济地位金字塔被压得绝对扁平，个人的劳动创造总

是被公共汲取或被平均分配，那么社会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工作活力就会严重受挫。

当然，承认社会经济地位差异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放任其自由变化。国家除了通过税收等方式调节收

入差距、缩小阶层差异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给中下层充足的向上流动机会，也就是让他们看

到自己有机会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必须承认并鼓励社会竞争，保持社会不断向上向前的

发展活力。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着明显的地位固化，一个人的社会身份、职业身份和社会经济

地位可以通过世袭的方式获得或在闭环中再生产，那么长期下去不同人群就会出现尖锐的利益对立，社

会就可能撕裂，稳定就会遭到破坏，甚至导致社会运动和革命事件的发生。所以，保持着充分的社会流

动，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到向上流动的竞争中，正是社会活力的重要体现。可以说，不管在哪个国家，

不管这个国家人口有多少，这样的社会竞争应该允许其永远存在。否则，这个国家必将缺乏活力而逐步

走向没落。

改革开放前后，个体实现社会经济地位向上流动的方式是多样化的。除了通过学校教育而进入更高

一级的学段外，多数工人子弟可以通过合规的“子女顶替”或“内招”方式继承父辈在国营工厂中的职位 [5]，

有的工农兵学员可以通过基层推荐进入大学读书 [6]，有的通过招干或参军进入行政机关或军队系统，有

的通过做生意变成“万元户”，还有的通过拜师学艺成为当地技术能手……总之，个体实现社会经济地

位提升的方式是多样化的，正规学校教育的作用有限。但是，技术升级或产业转型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

求越来越高，相应的教育普及水平必须从初等教育上移到中等教育再到高等教育，而这些几乎都需要正

规的学校教育来完成。与之相对应，随着我国选人用人制度的改革，从党政机关、军队、事业单位到国

有企业，几乎都实现了公开考试招聘入职。参加入职考试的前提是，应考者必须有文凭信号作为“敲门砖”

或者有相应的知识积累。即便通过做生意实现向上流动，技术迭代也需要创业者具备更多的知识储备和

文化基础。总之，一个人要实现社会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越来越需要接受更长时间的正规的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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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德尔 · 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描绘的“文凭社会”在我国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无论是选人用人上的招考改革，还是教育普及程度和规模的提高，都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和教育

发展的巨大进步，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为什么这种进步反而加重了群体性的教育焦虑？可能

是因为这种进步直接提高了社会向上流动竞争的教育门槛，像过去仅有初等中等文化就可以参军或进

厂，甚至没有文化水平都能有“卖茶叶蛋胜过搞原子弹”的收入，或者借助“关系”担任公职人员，这

种情况基本不可能出现了。这就压缩了过去人们实现向上流动的不依赖教育或少依赖教育的多样化通

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过度的教育竞争并非社会经济地位固化带来的。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国家实

行了更加公平的基于教育或知识文化的向上流动和社会竞争，才让人充分看到了教育成层（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的重要作用。这个趋势如果继续演化，其结果就是个人实现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不仅越来

越依赖教育获得，而且会依赖更长时段、更为优质的教育获得，从而必然会向前向后拉长社会对优质教

育资源的争夺。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映射使竞争越来越集中于普通学校教育中的优质资源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Segmented Labor Markets Theory）认为，劳动力市场并非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

纯粹均衡的、同质的市场，而是会因制度性因素或结构性因素而区隔。最典型的二元分割理论（ Dual 

Theory）就认为存在主次两类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不仅劳动报酬高、福利待遇好，而且工作稳定、

工作条件优越，还有更多的培训教育机会，容易晋升。次要劳动力市场则相反。需要注意的是，相似人

力资本的劳动者在不同市场中得不到相同的劳动报酬。而且主要劳动力市场存在进入壁垒，次要劳动力

市场声誉欠佳，因此两个劳动力市场彼此很难通过相互流动来缩小劳动报酬差异。研究表明，劳动力市

场分割是个全球性现象，无论在美国、英国还是中国，都不同程度存在这种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7，8]

当然，导致分割的因素或划分分割的标准有差异。以我国为例，我国因户籍制度所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的

城乡分割，一直激励着“农村娃”通过接受教育跳出农门，进入城市这一主要劳动力市场。即便在城市，

也存在城镇居民劳动力市场和外来务工劳动力市场的区隔。我国因“编制”而形成的劳动力市场体制性

分割，以党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或协会以及大量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为核心构成了体制内的主要劳动

力市场，使大量毕业生慨叹“宇宙的尽头是编制”。此外，基于行业、职业、区域等也可形成主次劳动

力市场，从而引发人们对劳动力市场分割多样性的关注。

如果劳动力市场依据教育水平进行层级分割还尚可理解，因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的教育

水平与收入相关。但是，在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其二元分割及其所映射的普职教育之间形成了封闭的

莫比乌斯环。一方面，优质就业单位为了减少人事成本，比较依赖文凭信号的筛选作用。比如，在有“编制”

的主要劳动力市场，高职生、中职生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基本没有报名资格，哪怕是在基层的技能岗位。

“互联网大厂”等优质就业单位则基本到“双一流”等普通高等学校中开展校招。有的企业职普学生工

作条件和晋升机会差异十分明显。另一方面，教育系统也形成了适应二元分割劳动力市场的育人格局。

无论在制度安排还是现实实践中，普通教育几乎集中了国家和地区的所有优质资源。比如，在高中阶段，

八九十年代还有中专中师作为优质教育资源，而今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现在，只要人们一提及各地的优

质高中，无论是北上广的大学附中，还是重庆的“一三八”、天津的“市五所”、成都的“四七九”，

毫无疑问都是普通中学。在招生安排上，中等职业学校总是去兜底揽接普通高中选剩的学生。高等教育

阶段职普分层则更为明显，高等职业院校学制绝大多数只有三年，只有学历没有学位授予权力。在招生

顺序中，他们同样被制度性地安排在最后。在出口上，职业学校学生想要升本读研就要接受普通学校的



·31·

考核标准，而且名额少、通道窄。多年来，政策对职业院校的这种制度性定位、社会对职业院校的这种

认知没有改变。在这种状况下，学校教育的竞争通道不得不进一步窄化到普通学校教育。所以，尽管国

家多年来在职业教育上投入了很多经费，在招生方式上做了多样化探索，也扩充了职业教育入学机会，

但机会越是扩展大家越是充满“分流焦虑”或“落选焦虑”。因为每个家庭都理性地看到了优秀学生的选择、

优质教育资源的集聚和其对应的未来就业市场的差异。职业教育这个竞争赛道不管路有多宽，都不是他

们的优先选项。

既然大家集中在普通学校教育赛道竞争，那么扩充这一赛道的优质资源、把赛道加宽实现其优质均

衡能否解决问题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思考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在普通中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大幅

扩充、中高考录取比例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大幅提高的背景下，为什么这种竞争现象没有缓解反而让人

感觉越来越严重？经历过俗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时代的 60 到 80 后，那时的优质教育资源极其匮乏，

但大家只是在中学毕业年级有较重的课业负担，其他年级不仅保持正常节奏，更没有将超前学习向生命

早期前移，让幼儿和小学阶段学生就承受课业之重。第二，为什么越是优质基础教育资源汇聚的地区（如

北京海淀区、重庆沙坪坝区、广州天河区等），越是那些被人们称作优质教育资源的重点校示范校，其

学生的课业负担反而更严重？是否优质教育资源的扩大反而激化了对有限优秀生源的争夺？第三，同一

体系内的优质教育资源能实现均衡吗？资源既然定义为优质，那么它一定是稀缺的。一般来说，原来的

优质资源一旦均衡以后，自然又会在其中凸显出新的更好的优质资源。就是说，当优质教育资源池得到

扩充被稀释之后，除了资源本身会分层外，社会也会对资源进行重新评价进而去优中选优，所形成的“剧

场效应”丝毫不会减弱对更加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本文并不反对扩充优质资源，但需要考虑如何定义

优质资源，如何使优质资源分布多样化而非同质化。

（三）社会公平诉求使普通学校教育的选拔标准越来越单一

没有哪个教育者会相信，几张考试卷子的成绩能够反映一个学生的全部知识和能力，能够作为一个

人能否升入更高一级学校的唯一评价依据。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恢复中高考制度以来，我国就逐渐尝

试采取多样化的方式选拔人才。各种加分制度、特长生制度、自主招生制度、保送制度以及基于中高考

的综合评价录取模式等，就是在稳住中高考这一主流选才制度的基础上，希望开辟多样化选才的改革尝试，

目的就是使人才选拔能够更加全面、科学。但是，多样化选才方式要么被人质疑可能存在制度上的不平等，

要么因“人情关系”的侵蚀而失败。

以过去大学自主招生为例。自主招生赋予了高水平大学相应的综合素质面试考核权力，开辟了一条

多样化选才的新渠道。但自主招生被人诟病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考试内容和考试形式对“寒门子弟”不利。

当人才选拔集中于考核领导力、志愿活动、口才表达、问题探究能力、逻辑分析能力以及课外拓展性知

识时，来自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子女因为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约束，往往处于不利

的地位。如果这样的选才方式比例过大，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子女向上流动的渠道就可能被制度性阻隔。

当前一些新型研究型大学探索的高考加综合素质评价测试，让人同样质疑的问题在于能力面试以及高中

综合素质评价对弱势家庭子女是否公平。除非国家使用反区隔性制度，去对冲因家庭资本带来的不利影

响，给弱势家庭子女专门的向上流动渠道。但如果这种选拔方式规模过大，也会引起中上社会经济地位

家庭的担忧。当然，每种选拔方式都很难做到绝对公平，但是否可能造成群体性的、制度性的选拔区隔，

这是全面推行某种选拔方式必须深入考量的问题。

更何况，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关系社会”。费孝通指出了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中国人际关

刘建银：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加重的社会—教育传导机制与治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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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像一块石头在水面上形成的波纹，人们以自己为中心，人与人之间的亲疏关系就顺着水波推展开去，

越推越远越推越薄，从而形成了人际交往的圈子。[9] 人们会采用不同的标准来对待和自己关系不同的人。

孙隆基指出，中国人的世界是一种人情化的世界，中国人会按照是否是“自己人”的逻辑，按照“亲疏

有别”“内外有别”的层次去做人。[10]“人情法则不仅是一种用来规范社会交易的准则，也是个体在稳

定及结构性的社会环境中用来争取可用性资源的一种社会机制。”“讲求人情法则的社会，必然是个关

系取向的社会。”[11] 可以说，“搞关系”“走后门”给人才选拔的公平公正性带来巨大挑战，它不停地

侵蚀着综合、灵活的选才方式，倒逼着教育人才的选拔越来越依赖并窄化于可测知识的笔试。例如，如

果有的选拔需要论文等研究成果，那么家长替孩子出成果或者利用资源赋予孩子研究成果的情况就很难

避免。[12] 我国中高考取消多项考试加分项目，甚至对各类可能成为加分项的竞赛、保送等进行严加管制，

就是看到了加分赛道不仅给学生带来了负担，而且存在着“灰色操作空间”。

可以说，人们对公平的追求始终是悬在人才选拔方式上的一把利剑，始终牵动着社会最为敏感的神

经。每一次多样化选拔方式的尝试是很有益的，但也都冒着巨大的社会风险和难以预计的社会后果。所

以，回过头来看，只有基于标准答案的书本知识的笔试——这一经典形式——才是最公平、公开、公正的，

而且操作和管理起来又最简单，最容易规避风险。于是，从各种升学考试到获取职业资格再到考公考编，

建基于书本的可测知识的笔试就成了拦住各种“搞关系”“走后门”的刚性门槛，成为社会充分认可并

屡试不爽的人才选拔“万金油”方式。因此，无论中高考或研究生入学考试如何改革，是改考试时间、

改科目组合、改考试内容，还是改计分方式，稳如磐石不能改的就是对有标准答案的所学书本知识的纸

笔考试，这几乎成了政府、学校和家长笃信的“王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我国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形成，主要在于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越来越依赖

学校教育的获得，而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的映射将学校教育里的竞争又局限于普通学校教育单一体系内

的优质资源，社会公平诉求又将这种竞争简单化为书本上的可测知识笔试成绩排名，路越走越窄，赛道越

来越拥挤，竞争越来越白热化，导致家长和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的压力增大，大家分别从校外和校内为学

生加码，课业负担自然会越来越重（见下图）。当然，课业负担过重也与社会比较或圈群传播、媒体广告

渲染的焦虑氛围以及资本介入有关，我们也把它们作为一种社会因素，它们催化并放大了家长焦虑。当然，

也有人责备教育行政部门、校长或教师以及家长的非理性认知或素养参差不齐。[13] 但是，这些起催化作用

的因素不是终极因，而且鉴于前人文献有所分析，因而本文不做专门论述。总而言之，是社会—教育传导

链条中的结构性问题造成了家校社的共同认知，从而导致大家不得不成为“偏激的大多数”。

图 1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加重的社会—教育传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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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社会—教育传导机制的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治理路径

从历史来看，我国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并非今天才存在，而且由于社会系统与教育系统互相胶着，

负担加重的惯性巨大以致积重难返。更何况教育人才选拔问题牵涉社会敏感的神经，稍有不慎就会引发

社会舆论，而且尝试其他考试选拔形式还需要解决许多技术难题。因此，试图彻底扭转或消解这个问题

是徒劳的，缓解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不是一场歼灭战、速决战，需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可以从持

续强化课业负担治理、明确价值导向、教育多样化体系构建以及推动社会用人机制转型等方面进行。

（一）以“双减”为重点从供需两侧深化过重课业负担的治理

尽管过重课业负担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因素，但是从供需两侧以“双减”为重点的减负举措在

短期来看仍有重大意义。目前，校内作业负担在小学低段减得比较明显，小学中高段和中学阶段则不尽

如人意 ，各项负担“涛声依旧”。音乐、美术、体育、劳动教育和小学科学等课程被语数外抢占，拖堂

占用休息机会的情况较为常见。小学高段主要是为应对小升初选拔或初中学习适应，家长通过校外培训

加给孩子的奥数、英语或超前学习初中课程的负担。中学生的负担主要来自学校。可以说，学校给学生

布置的家庭书面作业完成时间远远超过“双减”要求。笔者随机调研某城市初一年级学生仅开学首月周

末作业：数学作业是两张 A3 试卷共 74 道计算题、练习册两个单元 21 道练习题；语文作业是抄写练习册

1—7 课共 120 个字词、千字表 100 个词语、撰写 1 篇作文；英语作业是画出第一单元思维导图、总结冠

词用法及例句、复习第一单元；美术作业是素材收集；地理作业是地球模型描画。整个书面作业完成时

间快的学生也不会少于 5 个小时，该月学生至少已做过 10 套试卷！学期内各种周考、单元考等“定时练

习”十分频繁，还有月预备考、月考、期中期末预备考及正式考。可见题海战术依然是老师们不变的法宝，

“做题家”依然是老师们的培养目标。要在短期内扭转中学的升学绩效主义十分困难，但当前特别要防

止作业“大水漫灌”、防止教师过度挤压课休时间和其他非考课程时间的极端做法。

在校外培训方面，25 家从事中小学教育培训的上市公司基本退出了学科类培训，有的省市学科类校

外培训机构已经压减到两位数，过去铺天盖地的培训广告和招牌几乎销声匿迹。有必要继续保持高压态势，

在前期去规模化、去低龄化、去过度化培训的治理基础上，持续深化规范和压减成果。首先，要继续从

法律、教育和技术三方面治理现有自媒体中的基础教育教辅类产品广告。[14] 其次，要全面取消面向 0—6

岁儿童的学科培训项目。其实，大多数面向 0—6 岁儿童的胎教班、新思维班、记忆术、左右脑开发班、

机器人编程、学前班等等，几乎打着脑科学、神经科学等噱头忽悠家长，对孩子的成长有害少益。再次，

要消减隐形变异培训生成的需求侧因素，比如规范幼小和小初衔接学期教学内容安排，坚持面向全体学

生和按照教材要求安排教学进度，化解家长不必要的学业适应担忧和早培冲动。要持续规范幼升小和小

升初招生，抑制违规考试引致的奥数培训需求，真正落实义务教育指标到校、摇号派位、公民同招政策，

坚决遏制公民办中小学提前掐尖招生、签约招生，防止招生过程中生源恶性竞争。要建设儿童友好型城

市和社区，确保家庭在假期普惠享受儿童设施，消除假期电子产品“带娃”的焦虑。

（二）以终为始坚持基础教育奠基个体长期可持续学习的价值导向

担心不输在“起跑线上”继而过早“内卷”并加重课业负担往往会预先透支孩子的学习精力。因为在

低龄阶段，少年儿童的身心脆弱，不能理解这种努力的社会意义，长时间在别人定义下、约束下的高压学

习，更容易在后续阶段出现学习懈怠，也更容易累积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以我们对大学生的观察，与“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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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中小学”不同，进入大学后一些同学学习动力大幅减退，开始“躺平”，保持持续学习热情的学生堪

称凤毛麟角。高校给予大学生相对较多的空闲和选择空间，目的是让他们多方面尝试从而找到自己人生的

志趣，但不想选择、不会选择的“空心化”现象，以及空闲时间打游戏、玩手机、追剧逛街、谈恋爱等现

象并不少见。到了就读研究生的阶段，同学们仍然陷入从老师那里寻求标准答案的惯性，缺乏对于个人、

自然和社会的好奇心和想象力，问不出像样的、有意思的科学问题。[15，16] 基础教育要做扎实是肯定的，

但在教育普及率达到世界中高收入国家水平的条件下，我们需要根据教育强国建设的要求重新定位“基础”

的指向。

从个体学习生涯的长程角度看，在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超过 60% 的背景下，上大学只会越来

越容易。如果一个人在大学里真正找到专业志趣，此时加倍努力并不算晚，也更合适。因为这时个体发

育成熟，身心能承受一定压力，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基础。而且大学丰富的知识选择、知识与就业市场

的接轨又容易与其专业志趣、未来职业性向匹配，从而激发学习者内在学习动机并在某个领域做到“专

精特新”，也能为未来职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因此，无论是家长、教育行政部门，还是基础教育不同

学段的学校，都需要坚持保护和促进个体长期可持续学习的价值导向，避免短期功利化、阶段功利化、

精致功利化对中小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韧性的过早、过度破坏。教育规律其实很简单、朴实和本真。人

的成长是长周期的，个人每天拥有的时间都是一样的，一旦时间、精力的蛋糕被极致化的知识学习切割，

过度地在这一领域拼时间、拼精力、拼健康，那他自然就必须承受其他领域不发展、少发展或破坏性发

展甚至是反向扭曲发展的代价。

（三）以多样性为目标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和人才选拔方式的结构性改革

我国现存教育体系适应过去模仿追赶型经济对快出人才、多出人才的效率需求 [17]，而且适应大一统

的教育行政体系，管理方便、成本低。但是，常识告诉我们，人是多样化的，社会对人的需求也是多样化的。

同质化、单一性的培养体系必然导致竞争的极化、扭曲、变异。这样一种竞争格局，也很难当作是未来

教育强国的理想特征。高等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龙头，但是我国高等教育金字塔体系被制度规范得相

当同质化，导致塔底院校一味希望通过更名、升格、扩容向塔尖迈进。否则，它们在经费拨付、项目申请、

招生安排、资源补给、声誉认同甚至学校名称上都被制度性排斥。客观地说，我国需要一流的研究型大

学，但是也需要一流的本科学院、应用技术大学、职业技术大学和民办大学。在教育强国评价中，高技

能人才占比恰恰是我国最大的短板。[18] 高中教育多样化已是我国多年前就提出的战略，但步履维艰，甚

至有的中职学校反而转向了高考目标，更别谈艺术高中、文法高中、科技高中、女子高中、综合高中等

多类型高中的建立了。义务教育的多样化探索近年来也有所退步。2014 年我国台湾省公布“实验教育三

法”，探索中小学有弹性的多元办学形态，在培养学生适应未来社会的新学习力方面产生了良好影响。[19]

未来需要对不同类型学校予以不同政策支持，引导它们聚焦主责主业、专精特长优势，从而形成多序列、

多类型的“金字塔”。

最重要的是，要在确保公平诚信条件下，以多样化为目标推进考试方式改革。当前单一测试体系很

难抑制群体性地聚焦书本考试的冲动。一些类似衡水中学的极化学业竞争、极化测试行为、压缩休息时

间的改革往往在升学考试中取得佳绩 [20]，从而得到家长或同行“用脚投票”式的推崇。相反，类似北大

附中王铮校长等拓展素质成长的改革只好灰溜溜退场。[21] 当前，需要根据人才多样化成长要求，开展不

同形式和科目的多样化考试。在保持艺术高考、体育单招等不同形式和科目考试的基础上，开设多科类

的技术技能高考，使拥有某项技术技能特长的学生也能在具备基本文化素质下考入优质普通高校。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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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各类高中学生向上攻读本科、研究生的通道，真正建立起人才成长的立交桥。当然，选拔方式多样

化的同时必须加强选拔制度和技术的完善，防止人情关系对公平的侵蚀。

总之，通过多样化、结构性调整实现不同赛道都有优质教育资源、都有人才选拔方式的成长立交桥。

尽管社会竞争无法消除，家庭的培训需求也不会绝迹，但家庭会根据不同赛道的要求、根据孩子的个性

去选择参培其擅长、喜欢的内容，而不是单一地在书本知识的赛道上去反复“刷题”、去成为一个“做

题家”，从而在教育领域真正形成各尽其才、各展其能，形成一种“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局面。

（四）以人职匹配或岗能匹配为中心推进主要劳动力市场选人用人机制改革

从更长期和广阔的背景看，要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经济地位竞争机制的改变倒逼教育竞争机制改变。

尽管教育是个体竞争的基础，但应该坚持人职匹配、岗能匹配的基本原则选人用人，而不是依靠学历、

名校这样的标签。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大型国有企事业单位等主要劳动力市场在招聘人员时应发挥示

范带头作用，其选拔录取资格不应以学生就读高校是否为“双一流”、是否在某个大学排行榜上靠前、

是不是重点学科等为基本标准，也不应以是否具备博士、硕士研究生学历为统一限制条件。应当根据实

际岗位需要设定准入资格，有些岗位可以允许职业技术本科生、高职专科生甚至中职生报考。地方在制

定人才称号、人才项目政策时，应当为长期扎根技术技能一线的非遗传承人、能工巧匠、高级技师等提

供机会，培养和形塑一批高技能领军人才。这些在中央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关

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有要求，但是落实效果不佳。比如，某地区 2023 年教育事

业单位招聘条件中列出，应聘人员须具备以下其中一个毕业条件才可报名：中国“世界一流建设学科”

毕业、全国第四或五轮学科评估为 B+ 以上学科毕业、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类毕业、全球四大排名（QS、

THE、ARWU、U.S.News）前 200 位境外高校毕业，获国家奖学金或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表彰的或普通

高校表彰的优秀毕业生。[22] 还有的地方直接提出“985 高校毕业生”的单招政策。[23，24] 这种招聘条件特

别注重名校标签，对其他高校学生则看重综合能力，而且只招“普通高校”学生，把绝大多数地方高校

的毕业生排除在外。

目前，从教育行政部门到人社行政部门仍存在学历迷恋、名校情结这样的不恰当人才观，扭转体制

内这一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选人用人机制任重道远。与此同时，还要大力发掘和宣传各行各业中非名校、

非高学历奠基但同样收入可观、工作稳定、持续成长的社会精英。事实上，这些人在我们身边广泛存在。

要让广大家庭看到，即使没有名校光环、没有高学历加持，每个人只要在自己喜欢和擅长的赛道奋斗，

人生同样有出彩的机会，同样有精彩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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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al-Educational Mechanism and Governance Path for the Academic Overburden o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LIU Jianyin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The improvement of individual SES relies on obtaining education from schools, and the division of 

the labor market restricts the competition to high-quality resources within the general school education system. The 

demand for fairness also simplifies the standard of competition into the ranking of scores which is measurable through 

the knowledge in the books. As a result, it is inevitable that the test will be more difficult, that the learning process 

will become more advanced, that the time will be longer, and that the burden will become heavier. Excessive burden 

has a serious impact on learning resilience as well a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Reducing the heavy academic 

burden is a protracted battle that requires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governance of “double reduction”, clarifying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long-term sustainable learning, reconstructing a diversified education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lent selection in order to break out of the Mobius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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